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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卜赤颜》与元朝国史的编纂∗

———兼论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的关系

曹 金 成

　 　 内容摘要:《脱卜赤颜》是元朝以蒙古文撰修的国史。 前人研究多将

汉文史料中的“国史”视作《脱卜赤颜》,其实是混淆《脱卜赤颜》与元朝

汉文纪传体本朝史所致。 虽然《脱卜赤颜》与纪传体本朝史均以皇帝事

迹为中心展开修撰,但二者更多地体现出并行纂修、独立撰就的生成特

点,从而形成了元朝国史撰修中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修史制度。 元朝还

有一部蒙古文史书《金册》,虽与《脱卜赤颜》并非一书,但通过对二者关

系的考索,可以管窥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之间的传承谱系,尤其可以确

证波斯文《史集》所参考的《金册》就是汉文《实录》的蒙古文译本。
关键词:《脱卜赤颜》 　 国史　 《金册》 　 《史集》 　 《圣武亲征录》

《脱卜赤颜》(Tobčiyan)又作《脱必赤颜》《脱必禅》,是元朝以蒙古文

撰修的国史。 最早对《脱卜赤颜》进行专题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小林高四

郎①。 后来,国内学者甄金在其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阐发②;白·特木尔

巴根亦发表过相关论文③,但并未对甄金与小林氏的观点予以关照与对

话;还有学者转而重点考察《脱卜赤颜》 的纂修者、内容及相关的保管

制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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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关于元代《脱卜赤颜》的基本史料均为小林高四

郎所揭出,但研究者对这些史料的甄别与辨析仍留下诸多可商之处。 本

文即在重新检讨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回应前人诸说,对《脱卜赤颜》
的性质与内容,以及《脱卜赤颜》与纪传体国史、《金册》 (Altan

 

Debter)等

史籍的关系,进行全新研究。

一、《脱卜赤颜》的性质与内容再探

《脱卜赤颜》即蒙元汗廷用蒙古文编修的国史,这一点已得到学界的

普遍认同。 但这种认识主要是概而言之,故关于《脱卜赤颜》的性质与内

容仍有必要作一番深入探析。
《元史·文宗纪四》在至顺二年(1331)四月戊辰提到:

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

以纪太祖以来事迹,诏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 押不花

言:“《脱卜赤颜》 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
从之。①

此事在同书《虞集传》中亦有记载:
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令阁学士专率其

属为之。 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

百司所具事迹参订。 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
事迹亦不当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

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②

以往学者大多根据上述史料指出,《脱卜赤颜》由翰林国史院掌管③。 然

其中所涉“翰林国史院”,实际上指的应是“蒙古翰林院”④。 蒙古翰林院

系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从翰林国史院分出,“专掌蒙古文字” 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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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负责《脱卜赤颜》的编修。 蒙古翰林院设有承旨、直学士、待制、修撰、
应奉等官,延祐二年(1315)后定置承旨七员①。 文宗朝畏吾儿人阿邻帖

木儿曾以翰林学士承旨修《脱卜赤颜》 ②,其所任即为蒙古翰林院职官,
故上引文中的押不花、塔失海牙二人也应是蒙古翰林院的翰林学士

承旨。
上引文最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史官将《脱卜赤颜》定性为“国书”,并

指出所记为“事关秘禁”的“太祖以来事迹”。 由此可知,自成吉思汗至文

宗的蒙元诸帝事迹,皆载于《脱卜赤颜》。 在这方面,最容易援引的证据

就是今本《元朝秘史》(Mongqol-un
 

Tobčiyan)所述太祖、太宗事迹。 此外,
世祖与文宗朝的《脱卜赤颜》亦见于文献记载,已为前贤所留意③。 以下

仅就个别史料作进一步辨析与阐发。
1. 许有壬为马祖常所撰神道碑云:“时大奸当国,公首知其盗观国

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宗震怒,罢之。”④据《元史》本传,知“大奸”即仁

宗朝宰相铁木迭儿,祖常时为监察御史,故有弹劾之权⑤。 关于铁木迭儿

所“盗观”的“国史”,甄金“大胆推定,此即仁宗《脱卜赤颜》也”⑥。 然并

无更多材料能够确证,故无法将其视作元代某一具体皇帝的《脱卜赤

颜》。
2. 《元史·吕思诚传》云:“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俄升编修。 文宗在

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舁匮以往,院长贰无敢言。 思诚在末僚,独
跪阁下争曰:‘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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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8 年,第 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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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皆将此“国史”等同于《脱卜赤颜》①,实则不确。 就内容而言,此“国

史纪当代人君善恶”,与此前中国古代王朝“善恶必书”②的国史几乎毫

无二致。 而据吕思诚本传,他作为汉人,所供职者为翰林国史院而非蒙古

翰林院,故其所谏争者应非《脱卜赤颜》而是翰林国史院用汉文撰修的纪

传体本朝国史。 文宗是元朝诸帝中汉化程度最高者,读、写汉文毫无障

碍③,自然也有能力阅读翰林国史院以汉文所修国史。 吕思诚很可能考

虑到文宗汉化较深又对国史惩恶扬善的政治功用有充分认识,故以翰林

编修的身份进行劝谏,从而收到意外的成效。
3. 《元史·虞集传》云:“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

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

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

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④按,阿剌忒纳答剌于至顺元

年(1330)十二月受封皇太子⑤,故《脱卜赤颜》记妥欢帖穆尔非明宗之子

应发生在此前后。 但妥欢帖穆尔非明宗子的说法纯属编造,早已为周清

澍所揭出⑥,文宗大肆诬陷并将其载入《脱卜赤颜》来加强宣传,说明皇权

合法性的书写与论证已成为《脱卜赤颜》编修的一大现实促因。
4. 《元史·文宗纪五》至顺三年五月云:“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

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

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⑦此朵来所“续”《蒙古脱

卜赤颜》,殆就阿邻帖木儿与忽都鲁笃弥实所修而言。 在此,所堪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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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脱卜赤颜》的内容。 邵远平曾认为《脱卜赤颜》即“今之起居注”①,此
说后为魏源所沿袭②,但受到小林高四郎的质疑,并以元代起居注所录为

“臣下奏闻事目”予以驳斥③。 不过,若考虑到元代起居注的萌芽可能就

是大蒙古国时期君主的言行记录④,那么《脱卜赤颜》倒与其有诸多仿佛

之处。 成吉思汗召见长春真人丘处机时,二者的谈话被“左右纪以回纥

字”⑤,也就是用畏吾体蒙古文记录下来。 据拉施特记载,按照当时的草

原习俗,蒙古大汗的言辞都会被专职侍从记录下来⑥。 类似的言辞在罗

桑丹津的《蒙古黄金史》 (Altan
 

Tobči)中有集中记载⑦,虽然无法达到每

日必书,但显然也是《脱卜赤颜》的部分内容。 当然,这类言辞的书面化,
只能是在 1204 年成吉思汗灭乃蛮俘获其掌印官塔塔统阿并命其“教太子

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后才得以实施⑧。 关于此前成吉思汗的祖先世系

及其创业史,根据追忆的细密或疏缺而形成的文字记载也或详或略,根本

无法做到逐年叙述,更谈不上逐日记载,由此与其他相关言辞、事迹一起

所生成的历史文本只能被视作“简史” “纲要之史”或“史纲”,而这正是

“脱卜赤颜”的本义⑨,所谓《脱卜赤颜》得名的缘由或可作如是观。
除了大汗的言行,文廷式还推测蒙古“律令”可能也是《脱卜赤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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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①。 近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成吉思汗家族的世系、蒙古传统与帝

训、功臣事迹是《脱卜赤颜》内容的三大方面②。 白·特木尔巴根还注意

到,元代藏文史书《红史》 也节录了《脱卜赤颜》 中的成吉思汗家族世

系③。 笔者曾探讨过明初藏文史书《雅隆尊者教法史》所抄《脱卜赤颜》
中的成吉思汗家族世系,并将其与《红史》所记进行对勘与研究,可证《脱

卜赤颜》开篇应为蒙古起源以及成吉思汗祖先世系与事迹,后逐渐下延

至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正与今本《元朝秘史》相合④。 至于《脱卜

赤颜》中的功臣事迹,除了上引《元史》所提燕铁木儿外,还可举出一例。
许有壬为参与成吉思汗班朱尼盟誓的功勋重臣克烈人镇海所撰神道碑

载:“《国史》曰脱必赤颜,至秘也,非有功不纪,公名在焉。”⑤但《脱卜赤

颜》对功臣这种具名的记载,应无法与传统汉文国史纂修中的功臣列传

等而视之,应该只是在《脱卜赤颜》所述蒙元诸帝的编年史中被顺带提及

罢了。
综上,《脱卜赤颜》几乎在蒙元时期历朝皆有撰修,蒙古翰林院将成

吉思汗祖先及其本人和继承者的言行置于编年的时间脉络,既撰写本朝

新史,又修订前朝旧事,同时亦穿插着草原习俗、功臣勋绩等内容,从而形

成了元代用畏吾体蒙古文所书写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官方历史文献———国

史。 狭义而言,《脱卜赤颜》即具体某一皇帝的史书,如文宗朝《脱卜赤

颜》;或某一具体时段的王朝史,如今本《元朝秘史》所录成吉思汗与窝阔

台汗时期的历史。 广义而言,可以“国史”概称《脱卜赤颜》,指的是以蒙

古皇帝为主线的大元王朝的历史,甚至直到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后,这
种以大汗为中心所编写的《脱卜赤颜》在草原汗廷仍未断绝⑥,故不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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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1165 册影印民国三十二年刻

本,第 462 页。
朱翠翠:《蒙元朝的必阇赤与脱卜赤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 32 辑,
第 47—52 页。
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第 222—223 页。
曹金成:《〈雅隆尊者教法史〉蒙元史事考辨》,《史林》2020 年第 1 期,第 44—47 页。
许有壬:《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38 册,凤凰出版

社,2004 年,第 483 页。
清代蒙古族史家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即将《脱卜赤颜》续编至林丹汗(罗桑丹津

著,色道尔吉译:《蒙古黄金史》,第 335—347 页)。



见其在元朝官方史书编撰中的独特地位。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脱卜赤

颜》与元朝翰林国史院以汉文编修的国史之间的关系呢? 以下即试作

考察。

二、元朝蒙汉双轨的修史制度———《脱卜赤颜》与纪传体国史

上节的论述中,已辨析了《吕思诚传》所言元文宗所阅“国史”并非

《脱卜赤颜》。 实际上,前人将其断定为《脱卜赤颜》,主要还是对元朝翰

林国史院所修国史缺乏足够重视。 本节即重点探讨元朝国史的纂修,并
将其与《脱卜赤颜》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元代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修

史制度①。
元朝的国史由翰林国史院纂修,主要包括历朝实录与后妃功臣列

传②。 后妃功臣传大约撰修于成宗时期,后单独成书,“具有成编”③。 其

中收录了哪些功臣,虽可顾名思义略加揣测,但国史今已不存,故实难具

知。 据萧启庆研究,元朝后妃功臣列传在纂修时,主要以苏天爵《国朝名

臣事略》为蓝本,在内容上“因袭者多,出入甚少”④。 由此可见其功臣名

录主要涵盖了蒙元王朝开国的文臣武将、灭宋元勋、大儒巨子等四十七

人⑤,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 此后王袆在苏书基础上撰成《国朝名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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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王朝以本族文字和汉文双轨并行的修史实践,最早出现在辽

代,主要体现为“契丹文字与汉字双轨并行、彼此独立运转的史官制度” (苗润博:
《〈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2—13 页)。 前人虽曾提及元代的蒙汉双轨

修史,但将具体撰修过程判断为《太祖实录》首先系汉文撰就,后来又被翻译成蒙古

文,进而为波斯文《史集》所参考(详参张晓慧:《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
小字注解探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第 170—
175 页)。
张帆:《元代翰林国史院与汉族儒士》,《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

第 5 期,第 76 页。
时培磊:《元代实录纂修问题考辨》,《文献》2010 年第 3 期,第 118—120 页。
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331 页。 虞集《讲毕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赠表》云:“故中书左丞文炳,受知世

祖,亲从伯颜,身兼省院之官,提军讨灭宋国,事载国史,昭如日星。” (王颋点校:
《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87 页)而董文炳恰被苏天爵列入“国朝

名臣”,可为萧先生此说补充一证。
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11 页。



传》,虽已佚失,但其文集收有为许衡、郭守敬所撰《拟元列传二首》,以及

为金履祥、许谦所撰《拟元儒林传二首》,于此不难管窥《国朝名臣列传》
的传主及其身份①。

 

此外,勾稽元代文献,还能更清晰地获取收入功臣列传的其他数人,
列表 1 如下:

 

表 1　 元朝国史所录功臣统计表

序号 人物 族属 记载

1 庄武公 蒙古 庄武公,国之名族,其功业在国史,刻碑墓道。②

2 别的因 乃蛮

答禄将军世为乃蛮部主,归国朝,拜随、颍万户,

平金有功。 事载国史。 其出守信阳,射虎之事

尤伟。③

3 月忽难 汪古
月忽难历事太宗、宪宗、世祖三朝,终于礼部尚

书,有传在国史。④

4 马祖常 汪古 公之家世勋阀,具国史及墓碑。⑤

5 余阙 唐兀
公唐兀氏,讳余阙,字廷心,元统癸酉甲科进士。

其历官次第言行政治,具见国史。⑥

6
高睿(高智

耀次子)
唐兀

次睿,自符宝郎官至御史中丞……谥贞简。 行事

爵里,则有国史、家传在。⑦

7 李恒 唐兀 公之世爵行业,有国史之传。⑧

8 马清献公 色目 惟清献之历官行事,著在国史。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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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高华:《〈元史〉纂修考》,《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475 页。
虞集:《贞节夫人怯列牟氏传》,王颋点校:《虞集全集》,第 851 页。
迺贤:《答禄将军射虎行》,叶爱欣校注:《迺贤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第 207 页。
黄溍:《马氏世谱》,王颋点校:《黄溍集》第 3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727—
728 页。
王守诚:《石田先生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39 册,第 396 页。
戴良:《余豳公手帖后题》,李军、施贤明校点:《戴良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
第 248 页。
虞集:《重建高文忠公祠记》,王颋点校:《虞集全集》,第 663 页。
柳贯:《李武愍公新庙碑铭并序》,魏崇武、钟彦飞点校:《柳贯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第 238—239 页。
虞集:《马清献公墓亭记》,王颋点校:《虞集全集》,第 667 页。



续表

序号 人物 族属 记载

9 铁柯 迦叶弥儿 公之行事,国史载之矣。①

10 史埙家族 汉人 公先世皆大臣,事在国史。②

11 宋褧 汉人
公讳褧,字显夫,历官行事,当勒之墓碑,书之国

史,此不著。③

12 张养浩 汉人

公讳养浩,字希孟;“云庄”,其自号也。 行业履

历,家乘、国史有载,兹不容赘。④

公之文章传海内, 德业具国史, 斯不待赞而

彰也。⑤

值得注意的是,表 1 所列元朝国史所收录的人物,既有蒙古人,亦有色目

人与汉人,除了第一位“庄武公”与第八位“马清献公”外,其他在《元史》
均有传⑥。 此外,蒲道源《送洋州达鲁花赤序并诗》云:“今洋侯也速达儿

者,果能以事亲恭顺。 父丧居庐,负土成冢。 孝感致异,监司连帅上其事,
大臣以名闻。 天子嗟异,诏国史特书旌表,起白衣授五品职而劝奖之。”⑦

李存《复通宗师吴闲闲》云:“他日修本朝国史,方外之传,丘、马已后,便
及开府大宗师。”⑧说明元朝国史还包括孝友传,以及与方外有关的释老

传。 进而可推,儒学、忠义、列女等传亦是国史编撰的部分内容,而这类列

传亦见于今本《元史》,由此不难看出元朝国史在体例上对明修《元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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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吴澄:《题秦国忠穆公行状墓铭神道碑后》,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第 3 册,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244 页。
虞集:《江西省左丞史公神道碑》,王颋点校:《虞集全集》,第 1103 页。
危素:《燕石集后序》,钱伯城等主编:《全明文》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第 358 页。
孛术鲁翀:《张文忠公归田类稿序》,李鸣、马振奎校点:《张养浩集》,吉林文史出版

社,2008 年,第 1 页。
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三《七聘堂记》,中华书局,1997 年,
第 32 页。
别的因传,在《元史》卷一二一;月忽难传,在卷一三四(作月合乃);马祖常、余阙

传,均在卷一四三;高睿、铁柯传,均在卷一二五(作铁哥);李恒传,在卷一二九;史
埙家族,在卷一四七、一五五;宋褧传,在卷一八二;张养浩传,在卷一七五。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1 册,第 201 页。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33 册,第 266 页。



直接影响。
以上不耐其烦地论述,旨在说明元代文献语境中的国史在大多数情

况下指的还是用汉文撰修的纪传体本朝史,这与《脱卜赤颜》有着本质上

的不同。 一方面,《脱卜赤颜》中虽有功臣事迹,但只是夹附于皇帝纪事

中捎带叙述,与国史中独立成篇的功臣传迥然有别。 明乎此,再来审视元

代文献的相关记载,自会别有一番认识。 吴澄为西域人玉元鼎所撰字说,
提到其祖先玉速阿剌随成吉思汗征伐,因参与班朱尼盟誓,共饮黑河之

水,故“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①。 黄溍为蒙古逊都台人脱帖穆耳所撰

墓志铭,也记载碑主高祖赤老温是成吉思汗的 “ 开国元勋” “ 名在国

史”②。 以往学者皆将这两处史料所涉“国史”等同于《脱卜赤颜》③,然
就表 1 来看,也不排除系用汉文所修纪传体本国史的可能④。

另一方面,虽然《脱卜赤颜》与国史都以皇帝事迹为中心展开修撰,
但二者更多地体现出并行纂修、独立撰就的生成特点。 此处,需要进一步

解释的是国史中的《太祖实录》。 关于成吉思汗的《太祖实录》,最早编纂

于中统三年 ( 1262),所依据的基本史料是当时早已成书的 《 脱卜赤

颜》⑤。 不过,《元史·太祖本纪》 (史源为《太祖实录》)与今本《元朝秘

史》纪事的个别差异,说明今本《元朝秘史》并非《太祖实录》所参考的那

版《脱卜赤颜》。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太祖实录》并非直接参考了《脱卜

赤颜》的蒙古文文本,而很可能是通过某种中介语言转译后再用汉文直

接记写的产物。 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成吉思汗先祖纪事中所出现的“八

里屯阿懒”(Baltun
 

aral)与“押剌伊而”(Yalayir)二名,前者为地名,《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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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吴澄:《玉元鼎字说》,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第 1 册,第 195 页。

 

黄溍:《明威将军管军上千户所达鲁花赤逊都台公墓志铭》,王颋点校:《黄溍集》第

3 册,第 847 页。
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第 220 页。 朱翠翠:《蒙元朝的必阇

赤与脱卜赤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 32 辑,第 52 页。
关于吴澄所提“国史”,杨志玖曾慎重地指出:“现存能称为国史或与国史有关的资

料,无非《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和根据元代历朝实录而修的《元史》,及西域史

料的《史集》,而这些史书中都找不到玉速阿剌的名字,更无论其饮浑水事,不免令

人遗憾。 在找不到其他佐证以前,只好存疑了。” (杨志玖:《蒙古初期饮浑水功臣

十九人考》,《陋室存稿》,中华书局,2015 年,第 346 页)因此,在元朝修史的语境

中,此国史更可能是今已佚失的元代以汉文所撰之国史。
白·特木尔巴根:《〈蒙古秘史〉文献版本考》,第 39 页。



秘史》作“巴勒谆阿舌剌勒”(Bal un
 

aral);后者为部族名,即《元朝秘史》中

的“札剌亦儿”(Jalayir)①。 与《元朝秘史》中的蒙古文读法相对应,八里

屯阿懒(突厥语-tun 对应蒙古语- un)与押剌伊而(突厥语 Ya-对应蒙古语

Ja-)记写的是其突厥语读音。 所以,至少就成吉思汗先祖事迹而言,《太祖

实录》参考的《脱卜赤颜》经过了忽必烈汗廷操突厥语人员的转译②,而非

直接从《脱卜赤颜》蒙古文本汉译而来。 尤其是自忽必烈朝起用汉文直接

纂修实录已成朝廷定制,愈发与蒙古文《脱卜赤颜》的编撰分离平行、并驾

齐驱③,从而形成了元朝国史撰修中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修史制度。

三、《脱卜赤颜》与《金册》

除了《脱卜赤颜》外,元朝还有另一部蒙古文史书《金册》,在辨析此

二书关系的基础上,可进一步重新审视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之间的传

承谱系。
由于《脱卜赤颜》深藏于汗廷,《金册》也保存在大汗的金匮中,所以有

学者推测二者实为一书④。 但这种从规格与机密性出发得出的认识,并没

有多少说服力。 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翰林学士院的最高长官撒里蛮向

皇帝进呈“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⑤,即用金字所书《世祖实录》的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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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卷一、卷三,中华书局,2012 年,第 8、99 页。
蒙古汗廷中负责文书者主要为操突厥语的回鹘人,详参 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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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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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82 -

285。 本文此处的推论恰与此相符。
元人杨维祯《白翎鹊辞二章》云:“按国史《脱必禅》曰:世皇畋于柳林,闻妇哭甚哀。
明日,白翎鹊飞集斡朵上,其声类哭妇。 上感之,因令侍臣制《白翎鹊辞》。 鹊能制

猛兽,尤善禽鴐鹅者也。”(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224 页)《脱必禅》即《脱卜赤颜》。 然此事不见于《世祖本纪》,即可管窥世祖

朝《脱卜赤颜》与《世祖实录》独立编修、互不干涉的生成路径。
[蒙]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93 页。 周良霄:《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826 页。
宋濂:《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第 457 页。



吾体蒙古文节译版,故名《金册》①,与《脱卜赤颜》实非同一史书。
小林高四郎研究《金册》的专文,主要是为驳斥那珂通世所谓《金册》

系修正版《元朝秘史》这一观点而作,最后顺带指出《金册》也非《实录》
的节译,但并未给出直接证据②。 亦邻真也持类似看法。 他发现《史集》
所记蒙古高原地名 MWNCA,在读音上与《圣武亲征录》中的“莫那察”相

同,而与《元朝秘史》中的 Mürüče 有别,从而推断拉施特所参考的《金册》
中存在汉语词汇,由此认为《金册》应是《圣武亲征录》的蒙古文译本③。
此说见微知著,极具史学洞见。 但细绎之下,仍有一些疑点有待进一步澄

清。 首先,亦邻真已注意到 MWNCA 在《史集》另一处写作 MWRYCAQ,
这一写形更接近上述《元朝秘史》中的读音,而与《圣武亲征录》有异,又
该如何解释? 其次,《史集》所引《金册》对泰赤乌部起源的记载④,则不

见于《圣武亲征录》,显然与《金册》是《圣武亲征录》蒙译本的观点有悖。
因此,当下很有必要对此说进行重新检讨。

最近张晓慧的研究已经意识到以上第一处疑点,并推测 MWRYCAQ
最后一个音节 CAQ 中尾辅音-q 的出现,很可能是用汉字“察”译写蒙古

语音节 če 后又翻译回蒙古语的结果,并结合《史集》以汉语解释蒙古语札

兀惕忽里之例,认为《史集》所利用的蒙古文史书很可能是以元代汉文实

录为蓝本⑤。 其实,此前学者已表达过类似观点⑥。 需要指出的是,“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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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余大钧:《记载元太祖事迹的蒙、汉、波斯文史料及其相互关系》,《北大史学》第 1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49 页。 姚大力:《“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

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7 年,第 214—215 页。
[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 84—100 页。
亦邻真:《莫那察山与〈金册〉》,《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9 年,第 345—349 页。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294 页;第 1 卷

第 2 分册,第 23 页。
张晓慧:《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第 174 页。
刘迎胜即注意到《元朝秘史》所记成吉思汗先祖土敦篾年之妻那莫仑( Nomolun),
被《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 《史集》不约而同地误作“莫拿仑”,从而推测

《史集》所据《金册》可能来自某种汉文史料(刘迎胜:《〈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

传〉研究》,《蒙古史研究》第 4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 页)。



字在元代并无尾辅音-q①,不过张文所关注的拉施特以汉语词汇解释蒙

古语这一书写特点,对笔者颇有启发。 除了上述例证外,拉施特在提到王

汗长子之名桑昆后,进一步补充:“意即汉语‘相公’。”②不仅如此,成吉

思汗的祖先察剌孩领忽被《史集》记作 Charaqa-līngqūm,līngqūm 即辽代部

族官“令稳”(linqum)的汉语发音③,但在《元朝秘史》中则作 Čaraqai
 

lin-
qu,缺失了词尾的-m 音④,这就进一步证明《史集》所参考的蒙古文史料

应是汉文《实录》的蒙译本。
至于《史集》所征引的基本蒙古文史料,最重要者当属《金册》。 小林

高四郎认为拉施特在编写《史集》时,并未将《金册》作为经常利用的史

料,其中所引《金册》关于泰赤乌部起源的内容,很可能来自孛罗丞相的

转述⑤。 此说不确。 拉施特在编撰《史集》时,曾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明确

交待其主要史料是伊利汗廷金库储藏的“零散[史籍]”⑥。 在《史集》的

其他地方,他还提到自己所参考的用蒙古文记录的编年史,以零散篇章的

形式保存在伊利汗的金库中,显即“零散[史籍]”,也就是《金册》⑦。 由

此确证《金册》是《史集》编纂时所利用的一大基本史料,至此也可肯定:
《史集》所参考的主要蒙古文史料就是《金册》,后者则为汉文《实录》的

蒙古文译本。
循着亦邻真的研究路径,还可对《金册》所参考的《实录》作进一步研

究。 为便于分析,先将蒙古文、波斯文与汉文史料对莫那察的记写列表 2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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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按,汉字“察”,元代八思巴字记其读音为 č‘a,详参 W.
 

South
 

Coblin,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 174。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2 分册,第 146 页。
陈得芝:《〈元史·太祖本纪〉 (部分)订补》,《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 2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5 页。
亦邻真复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9 页。
[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 90 页。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117—118 页。
[俄罗斯]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1 年,第 54 页。



表 2　 蒙古文、波斯文、汉文史料所记“莫那察”一词

《元朝秘史》 《史集》(史源为《金册》) 《圣武亲征录》

Mürüče
MWNCA 莫那察(Monoca)

MWRYCAQ 木奴叉(Munuca)

据表 2 可以清晰地看出:《史集》中的 MWNCA 即《圣武亲征录》中的莫那

察 / 木奴叉,MWRYCAQ 则对应了《元朝秘史》中的 Mürüče。 同一 Mürüče
在《史集》记写中所体现出的蒙汉文双重发音,透露出拉施特参考的《金

册》所依据的《实录》,应是介于蒙古文《元朝秘史》与汉文《圣武亲征录》
之间的过渡文本。

以上主要是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论证《金册》与《脱卜赤颜》并非一

书。 就内容来看,二者也存在显著差异。 拉施特在记载蒙古先祖的起源

时曾说,蒙古人起源于额儿古涅-昆地域的两个氏族,出自这两个氏族的

孛儿帖-赤那是朵奔伯颜的祖先,并特意强调此说来自“诚实可靠的讲述

历史的突厥讲述者”①。 吉田顺一据以反推,认为正是《金册》缺失了朵

奔篾儿干以上的世系与事迹,所以《史集》转而从“突厥讲述者”那里寻求

口述素材②。 而《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的纪事始于朵奔篾儿干,可知由

《太祖实录》所翻译成蒙古文的《金册》亦然,后者显然与囊括了朵奔篾儿

干以上世系的《脱卜赤颜》是两部不同的蒙古文史书。 虽然如此,二书的

个别细节仍存在密切关联。 笔者曾注意到,《雅隆尊者教法史》所引《脱

卜赤颜》将孛端察儿之子记作 Ge-chi,Ge-chi 子为 sBe-khir,但又怀疑 Ge-
chi 前的 ba 应在 Ge 后,从而读作 Ge-ba-chi(合必赤)③。 但若与《史集》
相较,似乎还能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拉施特所记孛端察儿的两个儿子

为不合(Būqā)与不黑台(Būqtāī)④,虽世系有异,但读音可与 Ba-Ge-chi、
sBe-khir 相互勘同。 Ba-Ge-chi 即 Būqā(公鹿),后缀-chi 表示职业或身

份;sBe-khir 即 Būqtāī,-r 与-t 的互换也符合古代西北民族语言转译中的

惯例。 通过这两对人名的勘同,已不难看出《雅隆尊者教法史》所引《脱

卜赤颜》与《史集》所据《金册》局部记载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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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2 分册,第 6 页。
[日]吉田顺一撰,冯继钦译:《〈元史·太祖本纪〉祖先传说之研究》,《蒙古学资料

与情报》1990 年第 1 期,第 7 页。
曹金成:《〈雅隆尊者教法史〉蒙元史事考辨》,《史林》2020 年第 1 期,第 44 页。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2 分册,第 15 页。



上文已点出了《金册》与《圣武亲征录》的关系,最后再附带对《脱卜

赤颜》与《圣武亲征录》的关系略加辨析。 《元史·察罕传》载,仁宗“诏

译《帝范》。 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

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①。 《圣武开天记》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不

传于世,钱大昕提出其与《圣武亲征录》的异同这一问题②。 后王国维据

《圣武亲征录》中的“今爱不花驸马丞相”为世祖朝人物,指出与仁宗朝

《圣武开天记》实为二书③,故《脱卜赤颜》与《圣武亲征录》也非一书。 小

林高四郎甚至进一步断言《圣武亲征录》当为汉文《太祖实录》之节文④。
关于《圣武亲征录》的实录性质及其与《太祖本纪》的高度雷同,学界已有

揭示⑤,近来笔者还注意到元代藏文史书《红史》所引《脱卜赤颜》记载成

吉思汗享年六十一岁,与《圣武亲征录》的一处记载完全相同⑥,可知《圣

武亲征录》的部分内容很可能参考过《脱卜赤颜》。 另外,自清末何秋涛

开始,学界就已发现《圣武亲征录》所记窝阔台伐金所占领的一串地名显

系“音讹”,故刘迎胜怀疑《圣武亲征录》是从“非汉文史料”翻译而来⑦。
此“非汉文史料”应即《脱卜赤颜》。 本文第二节曾指出《太祖实录》的编

撰参考了操突厥语人员转译的《脱卜赤颜》,这种痕迹在《圣武亲征录》中

亦有残留,如《元朝秘史》中著名的蒙古主儿乞部,《圣武亲征录》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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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元史》卷一三七,第 3311 页。 按,有学者认为《纪年纂要》亦从《脱卜赤颜》
汉译而来(邱树森:《回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37 页。 霍艳芳:
《中国图书官修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88 页)。 然已有学者根据程钜

夫在皇庆元年(1312)为《纪年纂要》所撰序言否定了这种观点(时培磊:《试论元代

官方史学对蒙古体制的继承》,《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第 13 页)。
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圣武亲征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年,第 260 页。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 11 卷,浙
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410—411 页。
[日]小林高四郎撰,方龄贵译:《〈圣武亲征录〉考》,《蒙古学资料与情报》 1984 年

第 4 期,第 3—4 页。
王慎荣主编:《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第 5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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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突厥语读音的汉译“月儿斤”①,于此亦可管窥《圣武亲征录》对《脱

卜赤颜》的借鉴。
综合上述,将早期蒙古史诸史料的关系制成图 1,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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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早期蒙古史诸史料关系图

【作者简介】曹金成,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蒙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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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圣武亲征录(新校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1 页。
同样的译例亦见于陈桱《通鉴续编》所引具有实录性质的成吉思汗纪事(曹金成:
《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7
页)。


